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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作用与问题：一

个文献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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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2019年年底开始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迅速蔓延至中国所有省份，到 2020年

7 月余底已致全国 8 万余人感染，病亡 4600 余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在中国发生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①。

虽然到 2020年 3月底疫情在中国本土的传播已经被基本阻断，但在全球已经发展成一个大

流行病（Pandemic），并且是 1918年大流感以来的全球最大疫情（Correia et al.，2020；Barro 

et al.，2020）。疫情不仅严重危害民众身心健康，还在短时期内对全球各国的经济运行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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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0年 2月 23日召开的《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
会议上对本次疫情的定性，http://cpc.people.com.cn/n1/2020/0223/c64094-3160038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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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冲击，目前所有国家的所有行业都在遭遇疫情的影响（Chen et al.，2020；Atkeson，2020）。

而且，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不仅仅限于疫情本身，更重要的是为应对疫情而采

取防控措施（封城、封街、断路、闭户等），对很多经济活动按下了暂停键。在这种新冠疫

情式危机（陆岷峰，2020）中，尽管大多数行业在面临如此剧烈的疫情冲击的时候，只有招

架之势，而无还手之力，但仍然有少部分业态可以逆势而上，为减缓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冲击

发挥了一些非常独特的作用。在这些逆势而上的业态当中，数字经济（包括数字金融），就

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 

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数字经济时代的第一场大疫。根据 2016 年 G20 杭州峰会通过的

《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所谓“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

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重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

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在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云计算、

大数据、物联网、金融科技与其他新的数字技术应用于信息的采集、存储、分析和共享过程

中，改变了社会互动方式，包括在面对疫情时的应对方式。例如，在 2003年非典时期，国

内外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数字经济，但其体量与现在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淘宝平台 2003年

6 月才上线，微信和支付宝当时更是毫无踪迹，而到 2020 年，网购已经占中国全社会零售

总额的 20%以上。如果说从 100年前开始，石油成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大宗商品，那么 100

年后，数据已经成为现在数字经济时代最重要的大宗商品和促进经济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之

一。2019 年 11 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首次提出将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为控制疫情导致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暂时停顿，对石油等传统产业造成了极大的影响，但

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却取得了难得的发展机遇。例如，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餐饮消

费同比下降 46.8%，但同期网上消费中，吃类商品同比增长 32.7%；同样的，在第一季度全

国GDP同比下降 6.8%的情况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 13.2%，

同时电子商务服务投资也增长了 39.6%。实际上，根据吕本富（2020）的总结，抗疫催生了

24 个数字经济新业态。而且，这些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本身对冲了疫情对经济的总体冲

击，而且为其他行业，以及政府和居民对抗疫情，缓解疫情冲击，创造了条件。对此本文进

行详细的综述。 

过去一些年，数字经济以及数字金融的发展对国民经济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Goldfarb and Catherine，2019；黄益平和黄卓，2018）。随着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深入发

展，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服务已经广泛渗透到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Chen，2016，黄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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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2018），在便利了我们的衣食住行之外，也为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经济统计监测分析，

以及公共卫生等突发事件的“灾情”评估，创造了可能。特别是在中国，由于经济规模、人

口规模都很大，相关基础设施也比较发达，因此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在全球也处于较为领先的

水平。例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的调研数据，2018年，全国使用电子支

付的成年人比例为 82.39%；农村地区使用电子支付的成年人比例也达到 72.15%（中国人民

银行金融消费权益保护局，2019）。目前，不仅很多业态都已经迁移到网络上，甚至很多传

统线下业务也通过电子支付工具等渠道接入了互联网和数字技术（王靖一等，2020a）。数字

经济和数字金融在促进区域经济平衡发展（王靖一等，2019）、促进创新创业（谢绚丽等，

2019）、居民收入（张勋等，2019）和消费增长（易行健等，2018）的同时，也积累了宝贵

的数据，使得相关研究分析也成为可能。例如，郭峰等（2016，2020）基于互联网支付、信

贷、征信、保险等指标，先后构造度量各地区数字金融发展现状和普惠程度的“互联网金融

发展指数”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王靖一等（2020a）则利用支付宝旗下的“码商”数据，

估算了中国全国和各地区线下微型商户的总规模，以及对就业的贡献度等。当然，数字经济

的发展也有不利于经济统计和分析的一面（许宪春，2016；Groshen et al.，2017）。对数字经

济和数字金融的发展和影响进行全方位的综述超出了本文的立意，对此可参阅 Goldfarb and 

Catherine（2019）、黄益平和黄卓（2019）、续继和唐琦（2019）等综述性文章，以及裴长洪

等（2018）、张鹏（2019）等对数字经济实质意义进行深入探讨的论文。本文主要对数字经

济和数字金融在本次疫情中所发挥的抗击疫情和缓解疫情冲击的作用，进行针对性的综述和

讨论，同时也对数字经济发展在疫情冲击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关对策建

议。 

具体而言，在本文的第二部分，我们对数字经济在抗击疫情中的重要作用进行综述：社

交距离的前提条件、防控疫情的工具抓手、研究疫情的数据来源和对冲疫情的渠道机制，而

在第三部分则讨论在应对疫情中数字经济暴露出的几个问题：数字鸿沟更加凸显、涉疫谣言

广泛传播、个人隐私频繁泄露，第四部分则是全文的总结和对策建议。 

二、数字经济在抗击疫情中的作用 

在本部分，我们主要从社交距离的前提条件、防控疫情的工具抓手、研究疫情的数据

来源和对冲疫情的渠道机制等几个角度来讨论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所起到的一些作用。 

（一）社交距离的前提条件 

新冠肺炎主要通过呼吸道、接触等方式进行传播，而且到本文定稿之际，仍然没有公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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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效药，因此在可靠疫苗出现之前，人们只能通过非常传统的方法来进行疫情防控，其中

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所谓隔离（quarantinen）、封锁（lockdown）和扩大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e）

等（Alvarez et al.，2020；Fang et al.，2020；Kraemer et al.，2020）。其中，社交距离是本次

疫情爆发后非常流行的一个概念，意指通过暂时性的扩大人们之间的距离，而阻隔病毒的转

播，比如鼓励居家办公和生活，减少外出。在以前的疫情防控中，这一政策已被证明是有效

的（Glass et al.，2006）。无论是理论模型的文献，还是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现有文献已经

广泛证明，扩大社交距离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有非常明显的作用（Alvarez et al.，2020；Jones 

et al.，2020；Greenstone and Nigam，2020；Berger et al.，2020；Qiu et al.，2020；Fang et al.，

2020；Kraemer et al.，2020）。 

然而，如果没有数字经济的发展，社交距离的扩大也就没有那么容易实现了。例如，如

果没有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便捷的外卖服务，居家生活将非常困难。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

统计，2020年一季度，受疫情影响，餐饮消费同比下降 46.8%，但同期网上消费中，吃类商

品同比增长 32.7%。考虑到人是社交生物，如果没有数字发展带来的各种在线娱乐方式和在

线社交方式，宅在家里也会变得非常枯燥（O’Brien et al.，2020），特别是对于远离家庭成员

或没有家庭成员的人群（Hamermesh，2020）。到目前为止，中国居家隔离或其他社会距离政

策效果是最好的，这跟中国本地生活行业的数字化也有很大关系。中国本地生活数字化进程

已有近 10 年的历程，O2O 模式深入到衣食住行的方方面面①。此外，互联网问诊平台也为

居家隔离人员减少不必要的求医，避免医疗资源挤兑和医院交叉感染，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然更重要的是，由于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很多工作变得可以居家完成，这也成为扩

大和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前提，毕竟我们必须在防范疫情和维持基本经济生产之间取得平

衡。根据 Dingel and Neiman（2020）的研究，在美国目前的经济生态下，大约有 37%的工作

可以居家完成。Hensvik et al.（2020）利用疫情前数据的分析也表明在美国 15%的劳动时间

是居家完成的，当然他们认为疫情期间这个比例可以显著提高。英国国家统计局的一项最新

研究也表明，27%的英国职工说他们之前曾居家工作过，其中 5%的职工声称主要靠居家工

作为生（United Kingdom 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2005）。不过，能够居家完成的工作比

例在发展中国家中要稍低一些（Saltiel，2020）。而居家工作、生活和娱乐之所以成为可能，

很大原因是因为数字经济的发展，Chiou and Tucker（2020）基于美国某 APP记录的 2000万

移动设备的定位系统，考察了美国民众在疫情期间是否离家外出的问题，结果发现高速畅通

的互联网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不同地区民众减少出门之间存在的差异。 

（二）防控疫情的工具抓手 

数字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也对防疫工作提供了直接的帮助，已经成为

 
①对于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如何促进商业模式创新，特别是 O2O模式的兴起，吕晓慧等（2018）有一个很
好的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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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工作的重要工具和抓手。利用电信数据度量人口流动，进而分析疫情传播规律和相应防

控策略，在之前的一些疫情防控中已经有所运用（Bengtsson et al.，2015；Finger et al.，2016；

Tizzoni et al.，2014；Wesolowski et al.，2012；Wesolowski et al.，2015）。在本次疫情中，中

国电信部门基于电信运营商大数据，能够更加实时、准确、全面地为疫情防控提供强有力的

决策支撑①。例如，在保证用户隐私安全的基础上，电信部门配合相关部门重点开展对定点

医院、发热门诊、人员聚集区等重点区域的人流变化分析，提供疫情防控相关人口流动大数

据分析支撑服务。在其他国家，特别是亚洲国家中，也有类似基于电信大数据开展的疫情防

控工作。例如，韩国在 2015 年的 MERS 期间②，就通过摄像头、刷卡记录、以及汽车和手

机的 GPS 数据来追踪病人的行踪；而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数字手段继续在韩国发挥作

用，一旦发现新的病例，韩国人的手机就会震动提醒，发出警报，网站和智能手机应用程序

也会实时详细报告受感染者的出行时间表和交通工具，甚至是否戴口罩（石光，2020）。受

制于之前较严格的法规和社会习惯的制约，欧美国家在使用数字定位技术进行疫情防控上比

较谨慎，但疫情重压之下，也开始有选择性地使用数字定位技术进行疫情防控（朱开鑫和张

誉馨，2020）。不过，尽管欧美国家在政策上有犹豫，但学者们利用数字技术研究欧美国家

疫情传播和防疫认知的文献却有很多。Allcott et al.（2020）利用美国一套智能手机的定位系

统研究了一个地区民众是否出门的问题，并且认为支持美国共和党的群体似乎更加不愿意保

持社交距离。Couture et al.（2020）利用智能手机大数据，构造了一个美国不同县之间人口

流动的指数，进而服务于疫情防控。Barrios and Hochberg（2020）基于 Google上的疫情相

关检索和其他 GPS 定位大数据，也考察了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主导的地区在疫情防控上的

差异，发现 2016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得票率越高的县郡，民众通过 Google检索度量的疫情

重视程度和通过 GPS定位数据度量的社交距离就越低。Goldstein and Wiedemann（2020）、

Alexander and Karger（2020）基于手机定位数据的研究也发现了共和党和民主党支持地区在

应对疫情，特别是执行居家令、社交距离上存在系统性差异的现象。Ajzenman et al.（2020）

基于巴西智能手机定位大数据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证据：巴西总统对地方政府社交距离政策

的反对声明，在其支持者更多的地方起到更明显的效果。Wright et al.（2020）基于智能手机

定位数据研究了美国民众是否遵守居家令跟当地收入水平、经济对外开放程度之间的关系。

Oliver et al.（2020）对手机数据在疫情防控中能起到的具体作用，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在本次疫情防控中，最新的 5G网络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武汉市在疫情期间新

建成的火神山医院和雷神山医院覆盖了 5G网络，可承载 2万至 3万人的通信需求，从而方

便实现远程诊断和远程探视。数字经济在疫情防控中的作用还体现在“健康码”上。最早是

从 2月 11日起，杭州市启用“健康码”防控措施，居民可在支付宝领取健康码，凭码通行。

 
① 信息通信管理局，电信大数据分析支撑服务疫情防控阻击战，
http://www.miit.gov.cn/n1146290/n1146402/n1146440/c7673966/content.html,2020-2-12。 
② 韩国曾在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中遭受重创，2个月内感染人数近 1.7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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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原理是根据过去一段时间是否被诊断为确诊（疑似）病例，或为密切接触者、高风险地区

旅行史等，将使用者的健康码分为红色、黄色和绿色，分类管理①。随后这一经验被迅速推

广到全国，2020年 2月底，《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防疫健康信息码接口标准》出台，很

快实现了全国健康码的互联互通。根据 Xiao（2020）的研究，健康码对中国在做好防疫工作

的同时推动经济活力的恢复，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具体而言，根据他的估算，这一项大

数据技术为中国疫情期间 GDP增长做出了 0.5-0.75个百分点的贡献。 

网络检索是人们获取疫情相关信息的重要渠道，从而也可以成为疫情防控的重要抓手。

例如，通过 Google 等搜索工具对相关关键词的搜索数据的记录和分析，可以刻画疫情期间

民众对疫情的重视程度（Brunori and Resce，2020；Farzanegan et al.，2020），甚至预测疫情

的峰值，Beytía and Cruz（2020）研究发现，疫情相关关键词网络检索峰值过后一周左右时

间，确诊病例的增长很可能会开始下降。Li et al.（2020）基于中国数据的研究也表明基于百

度、Google和新浪微博的关键词搜索是实验室确诊病例趋势的先导指标。实际上，用网络搜

索大数据研究、预测流感或其他疫情已有多年历史。早在 2008年 11月，谷歌公司就启动了

一项“谷歌流感趋势”（Google Flu Trends，GFT）的项目，目标是预测美国疾控中心报告的

流感发病率。根据该团队在 2009 年发表在 Nature 上的论文，通过分析数十亿搜索中 45 个

与流感相关的关键词，GFT 能比美国疾控中心提前两周预报 2007-2008 季流感的发病率

（Ginsberg et al.，2009）②。在中国，百度发表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大数据报告和复工

复产大数据报告等，为判断各地区民众对疫情的重视程度、复工复产进度等提供了重要参考

③。 

在当前的数字经济时代，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我们获得外部信息的最重要渠道之一。很多

地方积极利用新媒体开展防疫工作，例如浙江省政府利用手机 APP“浙里办”，建立新冠病

毒公共服务管理平台。该平台包括主动申报与疫情线索提供、互联网医院新型肺炎通道、居

家医学观察服务与管理、集中医学观察服务与管理、信息发布与健康教育、网上智能问诊与

人工服务等功能模块，使人们可以一个平台搞定防疫。根据郑世林和李梦丹（2020）的研究，

政府新媒体的使用显著降低了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主要机制是新媒体有助于政府控制人

口流动。刘诚等（2020）的研究结论也表明，政府政务信息化可以提高疫情防控的公共政策

效率，具体而言，他们发现城市政务信息化水平每提高 0.1，确诊病例将降低 65.6个，每万

人死亡人数降低 0.008个。中国通过开设方舱医院对轻症患者进行集中隔离治疗，是抗疫成

功的宝贵经验之一，但这一政策被一些西方媒体污蔑为集中营式看押，但入院患者通过社交

媒体分享了大量个人亲身经历、甚至文娱活动的视频和图片，这些信息在社交媒体的广泛传

 
①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传染病防控人员健康码管理规范》，浙江省地方标准，DB33/T 2242-2020，
2020年 2月 29日。 
② 当然，GFT后来也面临“过拟合”等批评，详见沈艳（2017）。 
③ 人民网研究院，百度 APP，百度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搜索大数据报告，

https://voice.baidu.com/act/virussearchreport/virussearchreport?pageInde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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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对打消其他患者和外界的顾虑，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这一点在方舱医院决策参与者、中

国医学科学院院长王辰院士团队撰写的相关学术论文中给予了专门总结（Chen et al.，2020）。

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和临床医生在社交媒体上的频繁发声，也为防疫知识传播和疫情防控起到

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而面对这个完全新生的传染病，之前经验不太管用的医生们，也广泛使

用社交媒体进行学术交流和经验学习，更新自己的防疫知识和治疗技术，例如 Facebook 上

一个医生防疫交流群，成员就超过 3万人（Smith and Fay Cortez，2020）。 

在数字经济防疫中，通过大数据监测出的人口流动的重要意义，需要再强调一番。人口

在全国和全球的广泛流动，是疫情扩散的重要渠道，同时也是疫情防控的重点和难点，而通

过网络、电信等大数据，能够为监测人口流动提供重要参考。关于电信大数据对于监测人们

是否执行居家隔离，上文已有总结。在网络搜索中，也可以监测出人口在地区间的流动。百

度公司利用其旗下的地图业务检索和导航数据，构建了日度级别的人口迁移指数，已经成为

政府进行疫情管控的重要参考和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数据来源（Fang et al., 2020；Qiu et al.，

2020；Zhan et al.，2020；石光，2020；李建军和何山，2020；张果果和郑世林，2020）。根

据这些研究，中国的封城等管控措施对缓解疫情扩散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例如，根据

Fang et al.（2020）基于百度迁移指数进行的研究，如果没有武汉 1月 23日的封城，全国湖

北外地区病例数会比封城高出 64.81%；湖北武汉外的其他城市也会高出 52.64%。当然，社

交媒体中也有人口流动的间接证据，Bailey et al.（2018）利用 Facebook 注册用户好友之间

的联系数据，构建了一个社会联系指数（Social Connectedness Index），他们认为这一指数也

可以用在疫情防控上：与疫情热点地区社会联系越强的地区，疫情防控的压力就越大

（Kuchler et al.，2020）。 

（三）研究疫情的数据来源 

本次疫情发生后，不同学科的很多学者已经开始分析疫情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除了一些

理论性的分析外，要得到更加直接的政策启示，可靠的基础数据至关重要。而数据来源一般

又不外乎以下两种方式：基于抽样的问卷调查和基于商业机构实际运行形成的全样本大数

据。本次疫情发生之后，一些研究团队，基于一定范围的调查数据，开展了疫情导致的中小

企业经营困难、民众经济信心等相关调查研究。例如，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课

题组于 2 月 10 日起开展“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小微企业生存状态专项调查”，搜集样本 2701

份（其中 ESIEC代表性样本 2344份，主动受访普通样本 357份），对疫情冲击下中小企业

存在的困境和政策诉求等进行了分析，并形成了一些初步结果（张晓波和王睿新，2020；张

晓波等，2020；李辉文等，2020；金泉等，2020）。其他几个代表性的企业调研还有：罗知

等（2020）调研了湖北省 573家企业的经营状况，指出疫情重点地区湖北省的企业，目前生

存的最大障碍是缺乏现金流，而绝大部分中小民营企业又根本无法从银行获取贷款；朱武祥

和刘军（2020）对 995家中小企业疫情影响的情况及诉求进行了问卷调查；Bartik et al.（2020）

2020年 3月底基于美国一个微型商业网络（Alignable business network）开展了一项针对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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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微型商户受疫情冲击影响程度的调查研究。其他调查数据还包括王祯和陈杰（2020）针对

新冠肺炎疫情下社区防控与疫情认知的调查，以及 Li et al.（2020）针对疫情期间民众对疫

情防控认知和经济信心恢复的调查。 

这些基于抽样的问卷调查，为研究疫情对中小企业、居民的影响，提供了非常宝贵的基

础数据。特别是在特定性的调查中，通过增加“政策诉求”等问题，可以直接汇总企业家的

政策呼声，简单而有效。但同时，抽样问卷调查又存在一定的弊端：其一，在疫情特殊时期，

问卷应答率可能不够理想，而且很难核实，而未响应偏差又是影响问卷调查结果科学性的重

要因素（Korinek et al.，2007）；其二，问卷调查可能会存在一些主观回答导致的偏差，这也

是问卷调查中常见的问题（Kleinjans and Van Soest，2014），中国企业创新创业调查（ESIEC）

课题组对他们本次疫情的调研数据的分析也发现主动受访的样本企业，反映的问题更多、更

严重，带有主观性甚至情绪性的问卷结果，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有关单位对形势的客观评判

并制定应对措施，从而也就违背了设计调研的初衷（王冉冉等，2020）。Bartik et al.（2020）

也认为他们收回的 5819份调查问卷中，很多是自愿回答，因此调查可能会使得受损更大的

企业更有积极性回复问卷，从而导致结果有偏。特别是对于更加微小的个体经营户等，传统

的调查方法缺陷更加严重（王靖一等，2020a）。 

基于科技公司经营中形成的大数据开展相关经济学学术研究，或者商业性和政策性研究，

已经成为一个潮流（Varian，2014）。这一点通过查看科技公司大量招募经济学家和经济学博

士，即可管窥一二（Athey，2019）。目前经济学博士最密集的地方不是高校商学院，而是在

如亚马逊、Google这样的科技公司。在本次疫情中，利用科技公司的大数据，开展疫情分析

的文献，已经有很多，前文对此已有讨论。而关于疫情影响的大数据分析，现在文献也有很

多，而且还在快速增长。例如，Chen et al.（2020)利用中国银联的刷卡数据，研究发现疫情

导致中国线下刷卡消费下降 42%。王正位等（2020）利用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监测的百万量级

中小微企业的日度经营类数据，从企业营业收入和经营活跃企业数两个角度度量疫情下中小

微企业的经营现状，研究发现各省份中小微企业的营业收入和经营活跃企业数分别低于２０

１９年同期的５１％和４６％。Baker et al.（2020b）也利美国一家非盈利的金融科技公司数

据，研究了疫情对美国民众消费的影响，发现疫情之处，零售、食品等消费品会因储备性消

费而大增，但之后大幅下降。我们研究团队利用蚂蚁金服在经营中积累的“码商”大数据，

分析了疫情对中国线下微型商户的短期冲击和恢复性增长中的异质性步伐（王靖一等，

2020b）。其他利用大数据开展疫情经济影响的文献还包括：Baker et al.（2016）曾利用 2000

份美国报纸中的新闻报道的文本，编制了一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conomic Policy 

Uncertainty Indices），该指数在经济学界已引起广泛关注。疫情发生之后，该指数已由 2020

年 1月份的约 100，飙升到 3月份的近 400，是该指数 1985年以来的最高记录，疫情带来的

不确定性由此可见一斑（Baker et al.，2020a）。 

（四）对冲疫情的渠道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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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疫情中，很多传统行业都受到了严重的冲击，但疫情也给数字经济发展带来契机。

此消彼长的发展可以缓解疫情对经济的总体影响。例如，根据杨钋和刘永烨（2020）基于某

教育科技企业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疫情形成了“自然的助推”，促使更多学校、教师

和学生开始使用在线教育服务。在本次疫情中异军突起的业态还有远程协同办公，有序复工

以后，很多企业不能够满额到现场办公，所以纷纷开始利用科技公司提供的远程协同办公进

行工作和举行会议。“腾讯会议”的用户成倍增长，到 3月底，日活跃账户数超过了 1000万。

总之，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过程中，大量线下需求转移到线上，刺激了互联网行业发展。

这一点在总量数据中也有所反映，在 2020年第一季度全国 GDP同比下降 6.8%的情况下，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2%，同时电子商务服务投资也增长了

39.6%。根据吕本富（2020）的总结，抗疫催生了 24个数字经济新业态①，这些数字经济的

发展，对于缓解疫情对经济的总体冲击，提高经济的韧性，起到了很大作用。 

当然，数字经济在疫情期间的发展，不仅仅限于完全新生的业态，很多传统的业态也在

加速转型到互联网之上，由接触经济转为非接触经济。例如，在疫情之前，商业银行本来就

在数字化转型当中，而疫情的爆发，对于这一转型起到了加速的作用。2020 年 3 月，中国

银行业协会联合多个机构，发起“无接触贷款助微计划”，计划利用半年左右时间支持 1000

万家中小微企业，为其提供线上支付、线上小额贷款等数字化服务，得到很多银行的响应。

当然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并不仅仅局限于线下业务的线上化，还包括业务流程、经营模式、风

险控制、管理成本等根本性变革，这些变革在疫情刺激下，将得到更多重视（陆岷峰，2020）。

对于数字金融行业在疫情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也可以参阅黄卓和李苍舒（2020）的综述。 

疫情期间，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价值不仅限于其本身发展对减弱疫情总体冲击的价值，

还在于数字经济和大数据技术也为疫情期间的精准救助提供了可能。以包括个体经营户在内

的各类微型企业为例，他们在疫情中遭受的冲击非常明显，同时又缺乏对冲疫情的手段，对

其精准帮扶，特别是通过信贷手段的帮扶对提高其抗风险能力和生存能力至关重要。而在这

一方面，由于抵押物不足等问题，微型企业获得传统信贷的难度较大，因此基于数字技术的

信贷可以发挥更好的作用，因为在各种电子化支付工具的使用中，以及积累了很多宝贵的数

据，可以来对微型企业进行信用分析。美国的经验也证明，在灾后重建的过程中，网络贷款

比传统金融有明显的优势，在传统金融几个布局不足的地区尤其如此（Qi et al.，2020）。基

于数字技术实现的精准贷款对微型企业和个体经营户产生的积极作用已经在部分文献中有

所体现。Huang et al.（2018）使用阿里小贷的数据，发现获得贷款的商户在接下来的一段时

间里，营收增加的同时经营也会变得更加稳定。Gambacorta et al.（2019）的研究则表明，基

 
① 这 24个新业态分别为：在线办公（在线会议、在线论坛）、云签约（电子合同）、“零接触”金融、共享
员工、共享制造资源、智慧餐厅、无人点餐码、社区物流接驳站、无人配送体系、智能化产销直供链、智

慧菜场、智能化称重、智慧化社区店、5G网络远程会诊、问诊前置、K12智能化教学平台、K12网络教
学资源、健康通勤码、“短视频”+电商、“短视频”+微商、“短视频”+宣发、“短视频”+知识传播、“短
视频”+社交、“短视频”+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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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数字技术释放的贷款能够有更强的逆周期性，在面对整体环境发生改变时，贷款的违约率

增加更少。根据陈赟等（2020）的研究发现，线上基础设施有助于企业开展线上运营、缓解

企业受疫情冲击影响。此外，一些数字金融机构利用支付等数字金融服务中积累的关于微型

企业的大数据，解决了获客难与风控难的问题，进而服务了大量的线上与线下微型企业。根

据我们团队的研究，数字金融在缓解疫情冲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基于数字技术精准发放

的贷款每增长 1%，疫情对线下微型商户营业额的负面影响平均就减弱 2.57%；而如果一个

地区基于数字技术精准发放的贷款，能从全国的均值发展到杭州的水平，会使得疫情的负面

冲击下降 51%（王靖一等，2020b）。 

此外，数字经济在中国深入发展也为政府创新疫情期间的经济刺激手段提供了渠道：为

刺激经济活力的尽快恢复，特别是刺激居民消费，很多地方政府通过支付宝、微信、云闪付

等渠道发放了电子消费券，为居民的消费提供一定额度的补贴。根据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与蚂蚁金服研究院基于杭州消费券发放的研究（刘俏等，2020），政府 1元钱的消费补贴能

够带来平均 3.5 元以上的新增消费。而根据林毅夫等（2020）基于 36个城市的研究发现，

消费券发放的一个月之内，消费券支持行业的交易笔数比未发券地区增加 25%。 

三、疫情暴露出的数字经济发展中的问题 

数字经济为疫情防控和缓解疫情冲击的确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同时在本次疫情的发酵

中，也暴露出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部分主要从数字鸿沟更加凸显、涉疫谣言

广泛传播和个人隐私频繁泄露等几个方面进行讨论。 

（一）数字鸿沟更加凸显 

如上文所述，疫情期间，有条件的人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居家办公和生活娱乐，但并非所

有人都有这个条件。很多人不外出工作，就没有收入来源，例如各种路边小店和流动商贩等

个体经营户，疫情对他们的冲击是实实在在的，不能开市复业，就没有收入来源（王靖一等，

2020b）。在美国也有同样的问题，根据 Chiou and Tucker（2020）基于移动设备定位大数据

的研究，在美国疫情之前的 2月份，美国富人集聚区的民众外出的比例更高，穷人区民众留

在家里的比例更高；而到了疫情严重的 3月份，情况就完全颠倒了，富人区人们更多地居家

躲避疫情，而穷人区则更多人外出。而且他们还发现，当控制了这些地区的互联网网速之后，

上述外出比例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就基本消失了；而如果低收入遇到低网速时，外出的比

例会更高，因此他们认为，数字鸿沟是影响美国居民是否外出的重要因素。此外，根据 Borjas

（2020）的研究，在纽约，穷人集聚区的病毒检测率更低，但一旦监测，阳性率却更高。这

种收入不平等，以及接触数字经济机会不平等的数字鸿沟在疫情中暴露无遗。Irlacher and 

Koch（2020）等人的研究则表明社交距离、居家工作这些防疫政策对于本就相对贫穷的民众

会受损更大，因为收入越高的民众越可以居家工作，反之亦然。Lou and Shen（2020）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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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也表明在美国，低收入群体相对更加难以遵守居家令。在中国，曾有新闻报道一个案例，

有农村学生因为家里上网课的智能手机数量不够，而有轻生之举①，而这一现象在美国也存

在：3月份全美学校停课后，那些收入更高、网络条件更好的地区，人们对在线教育的搜索

更加明显（Bacher-Hicks et al.，2020）。当然，数字鸿沟并不是近日才有，而是一个长期存在

的问题，之前已被大量文献广泛关注（Keller；1995；Servon；2008），例如在电子商务领域

（Hoffman et al.，2000）、互联网使用领域（Goldfarb and Prince，2008）、农村数字金融领域

（郭峰和王瑶佩，2020），新冠肺炎疫情只是让这个问题再次以更加悲壮的面目凸显。 

（二）涉疫谣言广泛传播 

互联网当中，特别是互联网社交媒体中，关于疫情的谣言广泛传播，为疫情防控带来极

大干扰。信息在社交媒体中的传播更加自由和便捷，某些情形下有助于校正传统媒体的偏差

（Wang et al.，2019），但社交媒体中良莠不齐的信息也助长了情绪的躁动和放大。疫情之前

一些文献就注意到了社交媒体的这一特征，例如社交媒体对特朗普为代表的另类政治人物的

突起就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Allcott and Gentzkow，2017；Gorodnichenko et al.，2018）。有

研究就发现在 2016 年美国大选中，假新闻和有偏差的新闻的传播范围比 19 个权威媒体组

合起来都要更广泛（Shu et al.，2017）。在本次疫情的扩散和防控中，社交媒体在发挥积极作

用的同时，也有很不光彩的一面。社交媒体中充斥着大量关于疫情的虚假信息，而且这些虚

假信息引发的恐慌情绪在社交媒体中传播速度比疫情本身还快，给防疫工作带来极大干扰

（Depous et al.，2020；Tasnim et al.，2020）。社交媒体中广泛传播的假消息已经引起了世界

卫生组织（WHO，2020）和医学期刊柳叶刀的关注（Zarocostas，2020），以至于出现了一个

新的名词：信息疫情（infodemic）。按照WHO总干事谭德塞 2020年 2月 15日在慕尼黑安

全会议上的讲话，我们不仅要迎战病毒疫情，还要迎战信息疫情。一些学者像研究病毒疫情

的基本传播系数一样研究了信息在社交媒体中的基本传播系数，得到的结论是假消息和真消

息在传播速度上难分伯仲（Cinelli et al.，2020）。Pennycook et al.（2020）基于随机试验的研

究也表明，人们在传播涉疫相关信息时对其准确性的判断远远不够。更糟糕的是，社交媒体

上这种广泛传播的涉疫虚假信息不仅仅限于自下而上，一些内容甚至是由本应更严谨的政治

人物、知名人士和权威机构所散布的，这些看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可信性，但实际内核完全

伪造的信息传播更广，鉴别更难（Brennen et al.，2020）。在本次全球疫情扩散和防控中，美

国成为一大漏洞，一些文献对此进行了研究，认为这就跟特朗普频繁通过社交媒体散布不负

责任言论有很大关系，例如 Allcott et al.（2020）发现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群体中，对社交距

离、居家隔离的遵守性就差；Barrios and Hochberg（2020）则发现 2016年大选特朗普得票

率越高的县郡，对疫情重视程度就越不够。Bursztyn et al.（2020）考察了美国 Fox新闻网某

些节目不负责任的涉疫言论，如何耽误了观众的防疫态度和防疫准备工作。 

 
① 邓州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关于邓州一女孩赌气喝药的情况通报》，2020年 3月 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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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人隐私频繁泄露 

利用大数据和现代化的数字技术进行疫情防控等相关工作时，一个不得不需要谨慎把握

的边界是在保护公共卫生安全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取得平衡。其实，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

委员会办公室早在 2020年 2月 4日就下发了《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

联控工作的通知》，要求在利用大数据进行疫情防控时，切实做好个人隐私信息保护，并有

一些非常具体的规定，例如什么机构可以收集相关涉疫信息（只有国家卫生健康管理部门有

权收集涉疫个人信息），信息收集对象范畴（原则上限于确诊者、疑似者、密切接触者等重

点人群，一般不针对特定地区的所有人群），信息发布时对个人隐私信息的脱敏处理（不得

公开姓名、年龄、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等等。但显然很多地方

和机构在具体执行中，严重扩大了自己的权力，一些地区采集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的个

人信息，但是却没有有效保护，致使个人隐私信息外流；来自武汉市和湖北省的人员，因为

信息泄露而在一些地方受到人身攻击和“污名化”。根据公安部统计，到 2020年 4月 15日，

全国共处罚网上传播涉疫情公民个人信息违法人员 1522名①。 

四、结论启示与对策建议 

到本文截稿之际，本次疫情在全球范围内还没有结束的迹象，在中国也面临着防范疫情

二次反弹的压力，数字经济在防范疫情和缓解疫情冲击上，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而疫情过

后，数字经济的发展也仍然还有很大发挥空间。如果说“非典”之后，中国网络购物发展迅

速，已经成为居民物质消费的重要方式，那么新冠疫情也给中国数字经济的纵深发展带来很

大的空间和新的机遇。例如，在线教育、在线培训、在线会议等，在这次疫情期间爆发式增

长，未来疫情过后虽然会回落一部分，但习惯已经形成，相对于疫情之前而言，仍然是可观

的体量和发展前景。但在充分肯定数字经济发展前景的同时，对于疫情中暴露出的数字经济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也需要给予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对症施策： 

第一，在看到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的同时，也必须正视其中存在的问题和瓶颈，特别是数

字鸿沟带来的不平等问题需要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从短期看，决策者应该对疫情中受损的

群体进行精准帮扶和救济。疫情的冲击是不均衡的，因此政府救助政策也应该做到有的放矢，

而不是“普惠”。例如，封城闭户导致餐饮、交通旅游等难以完全转为线上运行的行业相对

受损更大，那么相关扶持政策就应该向这些领域倾斜。而长远而看，要发展农村地区、中西

部地区的数字经济硬件建设和软环境，填补数字鸿沟。根据王靖一等（2019）等人的分析，

发展数字经济，可以使得中西部地区也能共享新经济发展红利，缓解区域经济发展中存在的

不平衡不充分矛盾。 

第二，权威机构要及时、有效发布真实消息，阻止谣言信息传播。相关部门要广泛采取

 
① http://news.china.com.cn/txt/2020-04/15/content_75935493.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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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各类新媒体技术，宣传防疫知识，传播疫情信息，不仅速度上要及时，形式上还要有效：

视频、动画、表情包等民众喜闻乐见的新媒体传播形式，相关部门都要积极拥抱。在谣言信

息治理上，有关机构要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动态精准监测主要社交媒体平台上涉疫信息的

传播，一旦发现虚假信息已经广泛传播或具有广泛传播的迹象，应该及时由权威部门介入澄

清以及依法惩治。 

第三，加强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规章制度的落实。对于个人隐私和数据安全的保护，问

题的关键不在于没有法律法规来规范，而在于有法不依，有规不循，因此应该加强相关执法

力度督察。什么机构能够掌握涉疫个人信息，如何处理涉疫个人隐私信息，都必须严格依照

相关规章制度办事。侵犯个人隐私，产生数据安全隐患的行为要及时惩治，对于超越法律授

权的行为，虽未造成严重后果，也要及时纠正。最后，也要避免防疫期间对个人隐私暂时性

牺牲的权宜之计演变为常态化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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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ronavirus disease 2019 (COVID-19) pandemic has serious impa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and 

society, and almost all industries are not immune to it. However, the digital economy is playing a unique role in 

confronting of the pandemic and alleviating the impact of its. According to the summary of this article, the role of 

digital economy is reflecte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the premise of social distance, tools to control the pandemic, 

data sources to study the pandemic and channel mechanism to hedge against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At the same 

time, this article also discusses the deficiencies of digital economy in the pandemic, such as the more prominent 

digital divide, the widespread spread of pandemic related rumors, and the wantonly disclosure of personal privacy,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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